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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存在诸多社会障碍，本文从刻板印象、群体情绪、社会距离三个层面建立了污名化的社会排斥模型，分析了污名化给特殊儿童融合教育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制度障碍，最后从实践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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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公平是我国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当前，普通儿童的教育公平已经从教育权利平等转为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1]，其教育机会的分配受社会结构、教育资源分配、家庭资源和观念差异等影响[2-6]。相比之下，特殊儿童的教育权利始终得不到有效保障。根据教育部等七部门制定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但实践中，截止2014年，全国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约为8.3万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仅为66.8%，[7]远低于普通小学的净入学率（99.5%）和初中的毛入学率（98%）。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特殊儿童中，36.73%被安置在分离环境中。[8]而另外71.3%安置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由于缺少提供特殊服务的硬软件和师资配套，加深了特殊儿童污名化特征，使其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受到极大削弱。因此，深入分析普通班级的特殊儿童的融合情况，消除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社会障碍，改善和提升特殊儿童融合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污名化的社会排斥属性
污名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戈夫曼，他认为，污名是一种具有歧视属性的社会互动，通过否定拥有污名者履行社会互动角色的能力，使其社会价值贬值。[9]污名化通常导致包括从拒绝与污名者对话到剥夺其工作机会等系列不同程度的后果[10]。Corrigan认为，污名可以由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来解释，刻板印象和偏见往往导致限制合法权利的歧视性行为。[11]林克认为，污名化强调了不同寻常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一方面给其优势群体产生消极对待的预期，造成个体社会交往焦虑，另一方面污名产生后也容易导致消极态度的内化。[12]因此,污名化是将负面特征刻板化、标签化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使拥有贬抑的属性和特质的个人容易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并产生自我贬损心理。可见，污名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群体区隔并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排斥壁垒的过程。
本文认为，污名化造成的群体排斥主要体现在刻板印象、群体情绪、社会距离三个层面，三个层面分别对应心理结构中的认知、情感和行动系统，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建构了社会关系排斥壁垒。一方面，污名化首先从刻板印象开始，并在群体间逐渐积累群体情绪，并产生社会距离；另一方面群体间的社会距离也会加深其群体情绪和刻板印象。社会壁垒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存在于各群体之间，其中既包括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施加的各类歧视，也包括劣势群体在感知歧视后的抗争和消极反应，是各群体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图1）。同时，社会环境也通过经济、制度、文化等对各群体的污名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污名化视角分析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问题，有利于我们厘清特殊儿童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着重消除其身心损伤，而是要通过让特殊儿童回归主流教育的方式，发展他们的长处，并促进其正常化。污名化的社会排斥模型还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污名和社会排斥的发生与建构机制，发现导致特殊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障碍，从而有针对性解决因污名化导致的教育权利限制问题。本文的主要结构：（1）回顾国内对义务教育公平的研究，提出特殊儿童教育公平问题。（2）构建污名化的社会排斥模型，及其应用于特殊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意义。（3）从互动沟通角度分析污名化给特殊儿童融合教育带来的不确定性。（4）从制度层面分析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污名化的社会障碍。（5）对策建议。
三、污名化与特殊儿童融合教育过程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由于缺少对特殊儿童相关知识的普及，使群众在遇到特殊儿童时不知如何应对，污名化作为优势群体本能的保护反应，降低了普通儿童义务教育的干扰因素，但却极大地增加了特殊儿童接受普通教育的成本，并使其教育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甚至于其教育权有随时被剥夺的风险。
1、刻板印象对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的影响
刻板印象是通过简化的讯息处理将某群体成员的特征抽象为简单固定的看法。由于其概括性的认知特征，给个体认识和评价他人提供了便利，但过于主观和僵化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群体间相互沟通的障碍，也成为歧视产生的基础。
对C市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目前学生与特殊儿童的接触相对较少，44%的大学生两星期以上才接触一次特殊儿童，21.9%的大学生一星期接触一次。在有特殊儿童参与的活动中，30.1%的学生参加过3次以上此类活动，45.2%的学生仅参加过1-3次，24.7%的学生一次也没有参加过。由于接触较少，这些大学生在概括特殊儿童的印象时，大多数使用“孤僻”、“胆小”、“自卑”、“敏感”、“易怒”、“倔强”，“依赖”等词语，也有学生用“目光呆滞”、“说话吞吐”、“情绪不稳定”、“吓人”、“傻”、“呆”等负面词语，只有少量学生用“害羞”、“单纯”、“有特殊才能”等中性词语。
特殊儿童及家长的调查反映，在群体活动中，孩子社交沟通能力与普通孩子存在一定差距，使其不适应快节奏的群体活动，而普通孩子也常常并不愿意等待特殊孩子。让家长担心的是，相当一批普通孩子不愿意和特殊孩子一起参与活动，甚至调查中一位普通孩子说：“我妈妈不愿意让我和他们玩。”刻板印象不断伤害特殊儿童的自尊，使他们在学校时常表现出各类行为问题。刻板印象造成的自我实现预言也体现在特殊儿童家长行为之中，家长在解决孩子出现的各类问题时，时常处于无形的社会压力之下，为缓解自身压力，部分家长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很少让孩子与普通孩子玩耍，接触最多的是特殊孩子，增加了孩子之间的偏见和歧视。
2、群体情绪对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的影响
受访大学生中，80%的人认为目前特殊儿童受到的歧视比较严重，15%的人认为特别严重，3%人认为一般，2%的人没有感觉歧视。当遇到特殊儿童不合常规的行为时，他们基本都愿意和特殊儿童讲理，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同时也选择在心里想打对方，有75%的人也认为需要检讨反省自身。
在特殊儿童家长方面，98%的受访家长认为目前特殊儿童在教育方面受到的歧视非常严重,他们非常担心歧视影响孩子的成长，并害怕孩子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失去上学机会，这让他们感到压抑和沮丧，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受污名化影响，这些家长缺乏群体归属感和安全感，部分人感到无力改变生活，自信不足。当孩子在学校受到歧视时，95%的家长愿意反省自己，并同对方讲理，但80%的家长在内心里想打对方，甚至部分家长不愿意再让孩子与比较调皮的孩子接触，使特殊儿童丧失了主动接触社会的机会，对他们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3、社会距离对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的影响
社会距离是不同群体在互动中产生的空间、时间和心理距离。本文认为，由于不同群体对群体间社会距离的感受存在差异，因此各群体对相互之间社会距离有不同认知。
在竞争日趋低龄化情况下，教育历来是家长高度重视的问题，部分普通儿童家长为了自己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不了解特殊儿童发展特点的情况下，武断地拒绝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珠海、南京等地还陆续发生过多起普通孩子家长罢课、拉横幅等拒绝和特殊儿童同班的现象。调查也发现，有83%普通学生愿意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成为正式注册的学校学生，但愿意与特殊儿童成为同学的学生急剧下降到20%，愿意和特殊儿童成为同桌的学生为13%，愿意约特殊儿童一起去玩的只有5%，2%的学生意愿约特殊儿童住家里。
相比而言，特殊儿童家长则更愿意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孩子与同龄儿童接触的机会。他们认为，封闭的特殊教育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沟通能力的提升，而且造成了被隔离和孤立的事实，增加了孩子社会融合的难度。调查中，有90%的特殊儿童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在普通学校接受各类教育，因为特殊儿童也需要朋友，即便他们学习很差，也不希望他有所缺失。95%的家长意愿和普通孩子一起玩，即便参与不进去，他们还是很喜欢看那些孩子玩的。90%的家长也愿意请普通孩子到家里玩，认为有一个朋友非常难得。
可以发现，特殊儿童家长与普通儿童家长在教育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其群体间的社会距离相差很大。而造成社会距离的原因，并不是孩子身体上的因素，更多的由污名及教育自身问题所带了的误解和隔阂。
四、污名化与特殊儿童融合教育制度障碍
长期以来，受经济和认知发展水平限制，我国对特殊儿童教育投入一直不足，污名化更加深了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的诸多制度障碍。
1、制度保障不够全面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第二十五条又规定，“普通教育机构对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人实施教育，并为其学习提供便利和帮助。”但“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描述非常模糊，使普通学校具有了一定的政策空间来否决特殊儿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要求。同时，由于教育资源有限，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经常遭到普通孩子家长的排斥，家长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在具体执行中，不少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理所当然地认为特殊儿童应当进入特殊教育机构，从而削弱了特殊儿童群体随班就读的权利。
另外，《残疾人保障法》要求普通教育机构为特殊儿童学习提供便利和帮助。但实践中，很少有普通学校能够根据特殊儿童的发展水平制定专业的学习计划，或同步为他们开设特殊教育课程。这些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普通孩子的学习要求，人为地增加了他们随班就读的难度，因此特殊儿童的随班就读变成了随班混读，更有不少特殊儿童因跟不上学习进度被迫辍学。
2、资金使用效用不高
污名限制了特殊教育资金的投入，也造成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困难的重要原因。《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要达到每年6000元，随班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参照特殊教育学校标准执行。但实践中，各所普通学校之间存在生源和升学竞争压力，使其缺少开设有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特教教材和设备的动机，因为一旦设立特殊教育教室，校方将可能承担因污名带来的优质生源减少的风险。而特殊学校的资源投入虽然在逐步增加，但由于缺少对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儿童开放的机制，效用没有得到进一步释放。
3、师资力量严重匮乏
目前，特殊教育的专业老师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特教发展的需求。受污名影响，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声望和社会地位不高，收入水平与普通教师也存在一定差距。这导致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涉足特殊教育领域，同时因为收入长期没有增加，晋升渠道有限，很多已经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优秀骨干教师流失也非常严重。根据本文对C市的调查，在儿童康复机构的特教老师中，除了为数不多的特教名师外，5%的教师是刚毕业的特殊教育专业大学生，更多的教师是只经过短暂培训的其他专业毕业生，师资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特殊教育的课程安排和教学内容。
与此同时，普通学校对特殊教育相关领域的培训很少，教师在面对特殊儿童行为问题时不知道如何应对，增加了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障碍。加之，目前普通学校对适龄儿童文化知识教育教育要求不断提高，很多学校对教师的考核也变相与成绩挂钩，不少普通孩子学习都很吃力，特殊儿童本身能力与普通孩子存在差距，学习更为困难，致使部分老师拒绝班级里有特殊孩子，甚至有些地方教师发动普通儿童家长反对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事。
五、对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特殊儿童需要通过回归主流的方式达到正常化。现有的国内特殊教育机构，大多数采取全封闭干预教育，恰恰造成了特殊儿童被隔离、孤立和污名的境地，使我国特殊儿童社会融合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虽然近几年我国相关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限于资金和管理方面的制约，本文认为其只能作为特殊教育的重要补充，政府在特殊教育领域的主导作用还不能被替代。为顺利推进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本文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将特殊教育纳入教育系统管理

在公立学校内设立特殊教育相关教研室，并给予特殊教育专业技术人员与普通教师同样的待遇，并逐步增加普通教师在特殊教育方面的培训，形成特殊教育人才可持续发展机制。特殊教育纳入教育系统管理，既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明确残联的职能，理顺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也有利于为特殊儿童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减少社会隔离和孤立。
2、加强残联的协调作用
由残联牵头组织建立特殊儿童的筛查与评估机制，通过家长申请和学校申报，定期组织疑似儿童的筛查和评估工作，及早发现特殊儿童，及时进行抢救性康复训练。对筛查发现的疑似特殊儿童，在经过家长同意后，有残联牵头定期组织相关专家、学校老师、家长等各方参与，评估孩子发展状况，并制定和调整特殊教育计划（包括普通和特殊教育学习时间、特殊教育内容等计划安排）。残联应发挥对特殊儿童教育的监督作用，定期组织人员检查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的发展状况，并负责拨付特殊儿童康复训练补助和监督其使用情况。
3、适当延长特儿童义务教育年限
针对特殊儿童发展缓慢的特点，教育部门应制定适当延长特儿童义务教育年限的政策措施，根据特殊儿童发展状况，在进行适当评估后，可适当延长特殊儿童某阶段就读年限。
4、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特殊教育
社会组织是特殊教育的重要补充，政府应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特殊教育，社会组织既可参与早期特殊儿童的筛查、评估，对在社会组织内进行康复训练的特殊儿童，社会组织也应与普通学校协作，共同制定其教育计划。
5、大力科普特殊儿童相关知识
通过各类媒体、学校、宣传和普及特殊儿童的相关知识，让群众了解特殊儿童的生活状况，创造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共同参与的活动，通过近距离接触，消解特殊儿童背负的污名，努力营造接纳特殊儿童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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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Special Children’s Inclusive Education of Stigma Perspective
HONGXIA QIN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0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ocial barriers on the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of special children. From three levels of the stereotype, emotional crowd, social distance, this paper established stigmatized social rejection model, analysis the stigma brought the uncertainty and system obstacles to inclusive education of special children, and finally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Keywords: special children; Inclusive education; Stig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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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污名化的社会排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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